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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移民流入促进了各民族思想、文化和理念的交流ꎬ带动了跨国经济活动的融合和发展ꎬ必
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重要影响ꎮ 文章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际移

民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研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移民

流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ꎬ指标度量与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均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有效ꎻ
移民流入主要通过降低搜索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两种途径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ꎻ制度质

量越低的国家ꎬ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大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移民群体对全球价值

链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大ꎮ 政策含义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ꎬ充分发挥以外籍员工、留学生为代表的在华

外籍群体的分工促进作用ꎬ凝聚文化力量ꎬ带动国内企业“走出去”ꎬ参与全球生产分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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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以中间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发展ꎬ中间品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

份额显著增加ꎮ 但金融危机过后ꎬ全球生产分工的发展存在诸多“隐患”ꎬ贸易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英国

“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涌现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的暴发ꎬ更是给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未来蒙

上了一层阴影ꎮ 新冠疫情以来ꎬ各国防控措施导致国际物流受阻ꎬ贸易无法正常进行ꎬ全球生产分工陷入严重

衰退ꎮ 各国推出的贸易刺激政策却成效微弱ꎬ单纯依靠政策等“硬手段”已不足以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国际移民数量不断增长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全球移民总数已经达到 ２.８１ 亿人ꎬ占全球人口的

３.６％ꎬ相当于每 ３０ 个人中就有 １ 位移民①ꎮ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ꎬ中国现存的国际移民以外籍在职工作

人员和留学生为主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 ３３.６ 万份ꎬ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

过 ９５ 万人ꎬ来自于韩国、日本、美国、缅甸、越南、加拿大、法国、印度、德国、英国等各个国家ꎬ这部分移民对中

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政治关系以及稳定的经贸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ꎮ 那么移民流入是否会对全球价值链分

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
当前ꎬ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ꎮ 第一类为移民流入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ꎮ 新古典理论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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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现象归因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１－２]ꎮ 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地域分布不均是常态ꎬ劳动力会倾向于从

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较低的国家移入劳动力资源稀缺、价格较高的国家ꎬ直到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消除了其在

地域上的分布不均ꎮ 国际贸易中ꎬ伙伴国之间普遍存在着市场环境差异和政策变动风险ꎬ贸易不确定性较高ꎬ
受劳动报酬驱动的移民流入将成为东道国特殊的要素禀赋ꎬ通过信息扩散效应ꎬ促进移民母国与东道国之间

的贸易增长[３－９]ꎮ 除此之外ꎬ移民流入还能通过母国产品消费偏好效应和强化商业信任效应等方式对双边贸

易产生积极作用[１０－１１]ꎬ但异质性研究发现国际难民、团聚性移民和投资性移民流入对贸易的促进作用相对较

小[１２]ꎬ同时发达国家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１３]ꎮ 第二类研究为移民流入对企业出口行

为的影响ꎮ 首先ꎬ移民流入丰富了本地市场的劳动力供给ꎬ能够降低企业劳动力雇佣成本ꎬ有利于扩大企业生

产和出口规模[１４]ꎻ其次ꎬ移民流入带来了额外的外部知识和技术资源ꎬ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是企业进行研发

创新的重要要素ꎬ因而能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产生积极影响[１５－１６]ꎻ再次ꎬ移民流入还带来了信息资

源ꎬ如企业所需要的出口市场情况、制度环境、经营条件、消费者偏好等相关信息ꎬ有利于降低企业对出口市场

的信息搜寻成本[１７]ꎬ从而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调整、出口目的地调整和出口规模等产生影响[１８－１９]ꎮ
经文献梳理可知ꎬ移民流入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大多从信息成本和要素流动角度进行[７ꎬ２０]ꎬ从移民流入角

度解读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仍较为缺乏ꎮ 而且移民流入除其信息扩散效应之外ꎬ同样有助于带动东道国文

化“走出去”ꎬ促进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思想、理念以及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ꎮ 这种“软力量”能够广泛、深
入且持久地对公众舆论、企业偏好和政府立场产生影响ꎬ必将成为推动国际生产分工合作的重要力量ꎮ 基于

此ꎬ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际移民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研
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ꎮ 从理论上看ꎬ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明确移民流入在全球价值链

分工中的作用ꎻ从现实来看ꎬ如果能运用计量方法证明移民流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ꎬ对逆全球化背景

下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和提升分工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ꎮ 党的二十大强调ꎬ推动高质量发展ꎬ要继

续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ꎮ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ꎬ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

比较高ꎬ在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大背景下充分发挥在华外籍人员的作用ꎬ引领更多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ꎬ
不但有助于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ꎬ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ꎬ从移民流入角度解读全球价值链分工ꎬ探寻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的新路

径ꎻ第二ꎬ从搜寻匹配成本和文化好感度两条途径进行机制分析ꎻ第三ꎬ进一步考察了移民流入对制度质量不

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差异性影响ꎬ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移民群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ꎮ

二、机制分析

移民流入主要通过缩减搜寻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两条途径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ꎮ
搜寻匹配成本方面ꎬＳｔｉｇｌｅｒ[２１]构建了搜索理论的基本框架ꎬ认为搜寻匹配成本源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ꎬ对

产品资讯与交易对象资讯的搜集ꎬ搜寻匹配成本的降低能提高产品的可及性ꎬ可以使消费者找到更为稀有和

更加合适的产品ꎮ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２]将搜寻匹配成本引入到一般均衡分析ꎬ提出了著名的“Ｄｉａｍｏｎｄ 悖论”ꎬ该理论

认为搜寻匹配成本是引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因素ꎮ 搜寻匹配成本同样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国际贸易中语言、制度、文化等非正式壁垒普遍存在ꎬ这些天然劣势极大地阻碍了全球生产中的跨国分工匹

配[２３]ꎮ 移民流入将信息流、资金流以及物流等带入东道国ꎬ能够通过群体内部共享与外部溢出降低信息不对

称性ꎬ扩大东道国生产商的供需搜寻范围和分工配置范围[２４]ꎬ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枢纽ꎮ 而且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知识性移民的数量逐渐增多ꎬ成为移民活动的主要形式ꎬ这些新移民的迁徙不再只是为了谋生ꎬ而是为了获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ꎬ移民迁徙范围的扩大更有助于进一步弱化国家之间的空间地理限制ꎮ 同时ꎬ移民流入有助

于缩短搜寻匹配时间ꎬ提高搜寻匹配的效率ꎬ减少生产商之间的交易摩擦ꎬ提高生产分工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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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好感度方面ꎬ随着全球要素流动的加快ꎬ文化、意识形态、国家形象、价值观念等“软力量”在贸易催

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成为比较优势、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传统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ꎮ “软力量”
是一国无形的力量资源ꎬ能通过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对他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其中ꎬ全球化时代的移

民迁徙承载着知识、技术以及文化ꎬ是国家间“软力量”认知、传播和交互的重要渠道ꎮ 移民流入能充当东道

国与海外联系的桥梁ꎬ通过东道国文化传播、正面形象树立、好感度提升等间接方式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分工ꎬ
文化好感度的提升有利于拉近两国间的心理距离ꎬ使企业之间更容易建立信任ꎬ减小经贸交流的障碍ꎬ从而有

利于深化两国间的生产分工ꎬ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ꎮ 例如ꎬ中国传统文化中吃苦耐劳和知书达理的民族

形象ꎬ可以通过在华移民的认同和传递提升国外企业对中国的好感度和信任度ꎬ“中国年”“我眼中的中国”等
短视频征集活动ꎬ通过示范、宣传和传播的形式ꎬ使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全球关注度不断上升ꎮ 随着双边贸

易逐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ꎬ这种“软力量”越来越成为推动从产品设计、原材料提供、中间品生产与组装

到成品销售、回收等所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分工的重要力量ꎮ

三、计量模型

(一)基准计量模型

为研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ꎬ本文利用“国家—行业—年份”三维面板数据建立计量

模型ꎬ在现有研究[２５－２９]的基础上ꎬ使用 Ｗａｎｇ 等[３０]的前向分解法测度因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ꎬ核心自变量是

移民流入:
ＧＶＣ ｉｋｔ ＝ β０ ＋ β１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ｖｉ ＋ ｖｋ ＋ ｖｔ ＋ εｉｋｔ (１)

其中 ｉ、ｋ 和 ｔ 分别为国家、行业和年份ꎮ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ꎬ解释变量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表示

移民流入ꎬ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表示控制变量ꎬ包括行业劳动时间、行业资本存量、外国直接投资、固定资本比率和关税ꎬ
ｖｉ、ｖｋ和 ｖｔ分别表示国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ꎮ 为降低异方差ꎬ本文计量回归中的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ꎮ

(二)指标度量

移民流入:ＯＥＣＤ 和联合国等机构均有对移民的统计数据ꎮ 其中ꎬ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库每 ５ 年统计一

次ꎬ目前仅有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际

移民数据库为 ＯＥＣＤ 国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数据ꎮ 为有效检验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际影响ꎬ
本文采用 ＯＥＣＤ 国际移民数据库发布的移民存量(按出生地)与总人口的比重作为移民流入指标ꎮ

全球价值链分工: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ꎬ众多学者的研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２５－２９]ꎮ 本文在诸多研

究的基础上ꎬ使用基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前向分解方法度量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进行总效应分析[３０]ꎮ
与其他方法相比ꎬ该方法度量的价值链分工指标更加全面ꎬ纠正了传统指标中的偏误ꎬ且以增加值为分母ꎬ使
得价值链分工指标更加符合现实ꎮ 前向指标构建如下:

ＧＶＣ＿ ｆｉｋｔ ＝
Ｖ＿ＧＶＣ ｉｋｔ

ＶｉｋｔＸ ｉｋｔ

＝
Ｖ＿ＧＶＣ＿Ｒ ｉｋｔ

ＶｉｋｔＸ ｉｋｔ

＋
Ｖ＿ＧＶＣ＿Ｄｉｋｔ

ＶｉｋｔＸ ｉｋｔ

＋
Ｖ＿ＧＶＣ＿Ｆ ｉｋｔ

ＶｉｋｔＸ ｉｋｔ
(２)

其中ꎬＧＶＣ＿ ｆ 表示前向价值链分工ꎮ ＶＸ 表示 ＧＤＰꎬＶ＿ＧＶＣ 表示隐含于本国生产的中间出口品中的增加

值ꎬ又可分为三部分:Ｖ＿ＧＶＣ＿Ｒ(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增加值)ꎬ该部分仅跨境一次ꎬ为简单价值链分工

(ＧＶＣＳ)ꎬＶ＿ＧＶＣ＿Ｄ(返回出口国被吸收的增加值)和 Ｖ＿ＧＶＣ＿Ｆ(被进口国间接吸收或被第三国吸收的增加

值)ꎬ这两部分跨境两次及以上ꎬ为复杂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Ｆ)ꎮ
控制变量:(１)行业劳动时间ꎮ 总劳动时间越高的行业一般生产劳动密集型中间品ꎬ总劳动时间越低的

行业一般生产资本密集型中间品ꎮ 同一行业内ꎬ总劳动时间越高ꎬ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一般越高ꎮ (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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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ꎮ 资本存量作为全球生产分工中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ꎬ会直接影响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和全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ꎮ (３)外国直接投资ꎮ 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入能促进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提高ꎬ是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推动力量[３１－３３]ꎬ本文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度量ꎮ (４)固定资本比率ꎮ 一般来说ꎬ固
定资本比率较高的国家ꎬ对第一、二产业的依赖性较强ꎬ其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一般较低ꎬ本文以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度量ꎮ (５)关税ꎮ 关税作为重要的贸易边界变量ꎬ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不言而

喻[３４－３６]ꎬ关税的减免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ꎬ本文以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 数据库中所有产品特定税率下的

税目份额指标(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ｔａｒｉｆｆ 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ａｔｅｓꎬ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度量ꎮ

(三)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内生性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ꎮ 移民流入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ꎬ全球价值

链分工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吸引移民进入ꎻ遗漏变量也会引起内生性问题ꎮ 鉴于此ꎬ本文通过使用工具变量解

决估计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ꎮ
本文使用东道国的预期寿命作为移民流入的工具变量[１９ꎬ３７]ꎮ 其原因是:一方面ꎬ移民在作出移民决策

时ꎬ会重点考虑东道国的环境和福利因素ꎬ预期寿命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一国的环境与福利水平[３７]ꎬ当东道国

的预期寿命较高时ꎬ移民的数量会增多ꎬ预期指标直接影响移民的迁移决策ꎬ满足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

性要求ꎻ另一方面ꎬ预期寿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微乎其微ꎬ满足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外生性要求ꎮ

(四)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维度为“国家—行业—年份”三维ꎬ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样本ꎮ 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数据

来源于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ꎬ核心被解释变量移民流入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国际移民数据库ꎮ 移民流入数据与全球

价值链分工数据匹配过程中ꎬ因数据缺失删除了爱尔兰、以色列、冰岛、新西兰、智利、捷克、希腊、日本、韩国、
波兰和葡萄牙 １１ 个国家ꎬ样本共保留 ２４ 个国家 ２０ １６０ 个样本(２０ １６０ ＝ ２４ 个国家×５６ 个行业×１５ 年)ꎬ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数据维度及来源见表 １、表 ２ꎮ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球价值链分工 ２０１６０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００ ２１.７９
移民流入 ２０１６０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４３
行业劳动时间 ２０１６０ ４５２.４７ １８８４.０３ ０.００ ４４３２４.００
行业资本存量 ２０１６０ １６９８７８.００ １２１６９８４.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５ｅ＋０７
外国直接投资 ２０１６０ ４.１４ｅ＋１０ ７.６８ｅ＋１０ －２.９７ｅ＋１０ ７.３４ｅ＋１１
固定资本比率 ２０１６０ ２２.６７ ３.４２ １５.４１ ３６.８２
关税 ２０１６０ ０.８２ ０.４８ ０.００ １.５２

表 ２　 数据维度及来源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数据维度 数据来源　
全球价值链分工 ＷＷＹＺ 方法 国家—行业—年份 ＷＩＯＤ
移民流入 移民存量 / 人口 国家—年份 ＯＥＣＤ
行业劳动时间 行业劳动时间 国家—行业—年份 ＷＩＯＤ
行业资本存量 行业资本存量 国家—行业—年份 ＷＩＯＤ
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国家—年份 ＷＤＩ
固定资本比率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ＧＤＰ 国家—年份 ＷＤＩ
关税 特定税率下的税目份额 国家—年份 ＷＩＴＳ

　 　 图 １ 是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 ＷＩＯＤ４３ 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ＧＶＣ)、简单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Ｓ)与复杂价值链

分工(ＧＶＣ＿Ｆ)的平均变化趋势图ꎮ 本文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ＵＩＢＥ ＧＶＣ)指标体系的测算方

法ꎬ分别测算了简单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Ｓ)和复杂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Ｆ)ꎬ简单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Ｓ)是指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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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被进口国吸收ꎬ仅跨境一次的国际生产活动ꎬ复杂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Ｆ)是指中间品至少跨境两次ꎬ以满

足国内或国外最终需求的跨境生产活动ꎬ包括本国增加值在中间品出口后又返回本国的部分和进口国对国外

增加值再加工出口到其他国家的部分[３０]ꎮ 由图 １ 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ꎬ除金融危机期间的短暂波动之

外ꎬ全球价值链分工(ＧＶＣ)、简单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Ｓ)与复杂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Ｆ)均呈上升趋势ꎬ但 ２０１０ 年

之后ꎬ价值链分工水平增速放缓ꎬ尤其是复杂价值链分工(ＧＶＣ＿Ｆ)ꎮ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全球价值链分工、简单价值链分工与复杂价值链分工的平均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和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ＵＩＢＥ ＧＶＣ)ꎮ

图 ２ 是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散点图和拟合线ꎮ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６ 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出国

家—年份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ꎬ利用 ＯＥＣＤ 数据库计算出国家—年份层面的移民数量占总人口比重ꎬ
两个变量合并后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样本做散点图和拟合线ꎮ 由图 ２ 可以看出ꎬ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出现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ꎬ初步判断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正向作用ꎮ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散点图和拟合线(９５％ ＣＩ)

数据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ꎮ

四、基准回归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３ 报告了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ꎮ 列(１)是核心解释变量移民流入对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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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ꎬ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移民流入提高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ꎻ列(２)和列(３)是分别引入行

业控制变量(行业劳动时间、行业资本存量)和国家特征变量(外国直接投资、固定资本比率、关税)的回归ꎬ在
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ꎬ移民流入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ꎬ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论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移民流入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３)

行业劳动时间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３)

行业资本存量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９)

外国直接投资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６)

固定资本比率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１４０)

关税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２３)

常数项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３１７ ０.１３５６∗∗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５１６)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１６０ ２０１６０ ２０１６０
Ｒ２ ０.７００１ ０.７１０４ ０.７１２１

　 　 注:∗、∗∗和∗∗∗分别代表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ꎬ括号内为经 ｃｌｕｓｔｅｒ 处理过的标准误ꎮ 下同ꎮ

关于控制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ꎮ 行业资本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行业资本存量越高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越有优势ꎮ 外国直接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ꎬ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后ꎬ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规模

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３８]ꎮ 固定资本比率的系数显著为负ꎬ第一、二产业对固定资本的依赖性较强ꎬ其全

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一般较低ꎮ 关税的系数显著为负ꎬ符合预期ꎮ

(二)稳健性检验

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验ꎮ 首先ꎬ使用 ＯＥＣＤ 国际移民数据库中的移民流量(Ｉｎ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替代基准回归中的移民存量指标进行计量检验ꎬ回归结果在表 ４ 列(１)展示ꎻ其次ꎬ使用移民流量

与总人口的比重替代基准回归中的移民存量进行计量检验ꎬ回归结果在表 ４ 列(２)展示ꎻ再次ꎬ使用前向价值

链分工中的复杂价值链分工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替代指标进行计量检验ꎬ回归结果在表 ４ 列(３)展示ꎻ最
后ꎬ使用后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替代指标进行计量检验ꎬ回归结果在表 ４ 列(４)展示ꎬ后向分解表示最终品

产出中ꎬ来自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加值占比ꎬ后向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构建如下:

ＧＶＣ＿ｂｉｋｔ ＝
Ｙ＿ＧＶＣ ｉｋｔ

Ｙｉｋｔ

＝
Ｙ＿ＧＶＣ＿Ｒ ｉｋｔ

Ｙｉｋｔ

＋
Ｙ＿ＧＶＣ＿Ｄｉｋｔ

Ｙｉｋｔ

＋
Ｙ＿ＧＶＣ＿Ｆ ｉｋｔ

Ｙｉｋｔ
(３)

式中ꎬＧＶＣ＿ｂ 表示后向价值链分工ꎬＹ 表示最终品产出ꎬＹ＿ＧＶＣ 表示中间品进口中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ꎬ
分为:Ｙ＿ＧＶＣ＿Ｒ(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出口国增加值)、Ｙ＿ＧＶＣ＿Ｄ(返回进口国的国内增加值)和 Ｙ＿ＧＶＣ＿Ｆ(被
第三国吸收的国外增加值)ꎮ

本文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ꎬ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移民流入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分

工水平ꎬ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ꎮ
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ꎮ 表 ４ 列(５)引入预期寿命作为移民流入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ꎬ回归结果

５１１



　 赵晓斐: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显示ꎬ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估计是稳健可靠的ꎮ 另外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

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均证明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

的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１)流量 (２)流量占比 (３)复杂价值链 (４)后向 (５) ＩＶ

移民流入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８４∗∗∗ ０.２７９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４４１)
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２３０９∗∗∗ ０.０９３７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４７９１∗∗∗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９６３)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１６３.１５９
[０.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５５.９６２
[０.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８０５.８４５
{１６.３８}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８５９２ １８５９２ １９３６５ ２０１６０ ２０１６０
Ｒ２ ０.７１７５ ０.７１７４ ０.６６６６ ０.７７８６ ０.６５４１

　 　 注:篇幅所限ꎬ控制变量结果未列示ꎬ留存备索ꎮ 下同ꎮ

五、机制检验

继续检验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机制ꎮ 首先ꎬ从搜寻匹配成本角度进行机制检验ꎬ使 ＷＩＯＤ
中的中间品价格指数作为度量指标ꎮ 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ꎬ搜索匹配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中间品价格的下降ꎬ
移民流入通过降低搜索匹配成本降低中间品价格ꎮ 为避免受生产成本等其他因素的影响ꎬ在回归中加入了国

家—行业固定效应ꎬ控制了生产成本等国家—行业特征因素ꎬ回归结果如表 ５ 列 (１) 所示ꎮ 另外ꎬ根据

Ｈｅｌｌｍａｎｚｉｋ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３９]、刘斌和顾聪[４０]的研究ꎬ网络链接强度能较为精准地刻画全球生产分工下各国所面

临的搜寻匹配成本ꎬ因而是搜寻匹配成本较好的代理变量ꎮ 海外网络链接强度使用双边网络链接数据进行度

量[３９]ꎬ该数据通过分析各国网站所属的顶级域名对伙伴国的网络链接数量得到ꎬ回归结果如表 ５ 列(２)所示ꎮ
移民流入对中间品价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对海外网络链接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移民流入在国

际生产分工匹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能降低搜索匹配成本ꎬ扩大分工配置范围ꎬ因而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的

重要催化剂ꎮ
其次ꎬ从文化好感度角度继续进行机制检验ꎮ 文化好感度的度量方面ꎬ可由文化产品受喜爱程度衡量ꎮ

本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ꎬ测算了各国文化产品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ꎬ一国文化产品出口

占比越多ꎬ表明该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受欢迎程度越高ꎬ即文化好感度越高ꎮ 表 ５(３)列是移民流入对文化产品

出口占比的回归结果ꎬ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移民流入提高了一国文化产品出口占比ꎬ移民在移居国

民族文化传播和正面形象树立方面有着重要作用ꎬ成为推动异国企业建立合作信任感和深化经贸往来的重要

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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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１)中间品价格 (２)网络链接强度 (３)文化产品出口

移民流入
－０.０１９４∗∗∗ ０.１７５７∗∗ ０.４３２６∗∗∗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８１２) (０.０７４２)
行业控制变量 是 否 否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１６０ ３３０ ３６０
Ｒ２ ０.６７６１ ０.５０４３ ０.９６４８

六、拓展分析

移民流入对制度质量不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 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移民群体会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什么异质性影响? 本部分从制度质量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进行了拓展分析ꎮ

(一)基于制度质量视角

一国制度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分工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ꎮ 本文使用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

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ꎬ从制度质量视角检验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ꎮ 该指数采用百分制

(０—１００)的评分办法ꎬ评定了包括产权、政府诚信、司法效力、税收负担、政府开支、财政健康、商业自由、劳动

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政自由在内的大类指标ꎮ 这些大类指标的均值即是一国经济自由度

的总体得分ꎬ得分越高ꎬ表示经济自由度越高ꎮ 本文以经济自由度的倒数作为制度质量指标ꎬ引入移民流入和

制度质量指标的交互项进行计量检验ꎮ
表 ６ 为基于制度质量的分析结果ꎬ其中列(１)是只包括制度质量、移民流入与交互项的回归ꎬ制度质量和

移民流入的交互项显著为正ꎬ表 ６ 列(２)和列(３)分别引入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和国家特征控制变量ꎮ 制度质

量和移民流入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ꎬ说明制度质量越低的国家ꎬ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

用越大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移民能够通过社会联系替代制度质量发挥作用ꎬ降低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ꎬ增强国

际生产分工的确定性ꎬ从而能有效提高制度质量较差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ꎮ
表 ６　 基于制度质量的分析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制度质量
－０.３８８６ －０.２１７７ －０.９９０８∗∗

(０.２７６３) (０.２９０２) (０.３９３７)

移民流入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１)

制度质量×移民流入
１.０６９８∗∗∗ １.００９８∗∗∗ ０.７２５７∗∗∗

(０.２２５１) (０.２１８７) (０.２２７６)
行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常数项
０.０６７９∗∗∗ －０.０４７４ ０.１４５６∗∗∗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５２９)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１６０ ２０１６０ ２０１６０
Ｒ２ ０.７００５ ０.７１０８ ０.７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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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斐: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二)基于受教育程度视角

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性是否会影响其分工促进效应? 本文使用 ＯＥＣＤ 数据库中移民的教育标准分类

数据进行检验ꎮ 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ＩＳＣＥＤ)ꎬＩＳＣＥＤ３ 为高级中等ꎬ即高中教育阶段ꎻＩＳＣＤＥ４ 为中等后非

高等阶段ꎬ即高中后的非高等教育阶段ꎻＩＳＣＥＤ５ 为第三级教育第一阶段ꎬ包括学士和硕士教育阶段ꎻＩＳＣＥＤ６
为第三级教育第二阶段ꎬ且“通向高等研究资格证书”ꎬ即博士教育阶段ꎮ 鉴于 ＯＥＣＤ 只公布了 ２０００ 年移民

的受教育程度数据ꎬ因此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 年的样本数据ꎬ将移民分为 ＩＳＣＥＤ３ / ４ 和 ＩＳＣＥＤ５ / ６ 两组ꎬ分别进行回

归ꎬ并进行费舍尔检验ꎬ计量结果见表 ７ꎮ
表 ７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分析

　 变量名称 (１) ＩＳＣＥＤ３ / ４ (２) ＩＳＣＥＤ５ / ６

移民流入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９)
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１.７５６８∗∗∗ １.７８６２∗∗∗

(０.２０２６) (０.２０１７)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观测值 １１７６ １１７６
Ｒ２ ０.７０５９ ０.７１０８

表 ７ 列(１)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回归ꎬ列(２)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学

士、硕士或博士)的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回归ꎬ分组回归通过了费舍尔检验ꎮ 回归结果显示ꎬ高等教

育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大于高中教育移民流入的系数ꎬ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

进作用更大ꎮ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往往具有更强的跨国社会资源ꎬ如企业外籍高管更容易通过直接的社会

联系促成异国企业之间的生产合作ꎻ另外ꎬ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一般在母国和东道国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

力ꎬ这种社会影响力有利于提高东道国正面形象和传统民族文化在海外的认可度和好感度ꎬ是全球价值链延

伸的重要催化剂ꎮ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２１ 世纪以来ꎬ移民数量不断增长ꎬ跨国移民游走在不同国家之间ꎬ充当着国家间经贸联系的“桥梁”和文

化交流的纽带ꎬ必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重要影响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ＯＥＣＤ 国际移民数据库和

ＷＩＯＤ 研究发现:第一ꎬ总体而言ꎬ移民流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ꎻ第二ꎬ移民流入主要通过降低搜索

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两条渠道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ꎻ第三ꎬ从制度质量视角看ꎬ制度质量越低的国

家ꎬ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大ꎻ从受教育程度视角看ꎬ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群体对全球价值

链分工的促进作用更大ꎮ
本文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移民群体的作用ꎬ为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提供了新思路ꎮ “十四五”规划

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ꎬ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ꎬ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

发展ꎮ 首先ꎬ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在华外籍群体ꎬ协助建立联系更加密切的在华外籍商会和华人华侨商会ꎬ发挥

移民群体的“牵线搭桥”作用ꎬ深化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生产分工合作ꎻ其次ꎬ凝聚文化力量ꎬ积极规划在华

外籍群体中的文化传播与合作项目ꎮ 党的二十大强调ꎬ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ꎬ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ꎬ坚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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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中华文化立场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ꎬ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ꎬ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ꎮ 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兴媒体ꎬ让文化正能量在更大范围内有效传递ꎬ使双边文化上的交流成为经贸发

展的助力ꎬ带动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经贸合作ꎮ 最后ꎬ充分发挥现有高等教育移民群体的社会影响力ꎬ同时

深化国家间高校及高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ꎬ利用人才交流契机ꎬ激发经贸合作的潜力与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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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ｉｍｉｄ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ｖｏｉ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Ｃ２Ｂ２Ｃ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ａｓ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２Ｂ２Ｃ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ｓｏ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ｉｔ ａｓ ｄ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Ｉ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ａｙ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ｓｔ ｈａｓ ｎｏ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ｆｏｒ ｉ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ꎬ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ꎬ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ꎬ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ｉｇｈｔꎬ ｒｅｎｔａｂｌ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 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２Ｂ２Ｃ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ꎬ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ｌｉ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ｉｔ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ｕｍｐ ｓｕｍ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ꎻ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ｒｉｇｈｔꎻ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责任编辑　 于林平)


